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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虐童事件屡发不止，而虐童事件作为公共危机的一种特殊形式，亟需从事前预防切入治理。但是，

虐童行为受我国文化背景的影响颇深，需要引入新的理论来进行审视，根治糟粕文化的荼毒。加之目前

我国儿童保护领域的研究往往忽视儿童的主体性，忽视儿童自身学习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因此，为提

升儿童在虐童事件中的主体性，从儿童出发预防虐童行为，本文选取注重主体自我供给的合供理论为理

论基础，通过文献研究法，选取英国、美国、日本三国的儿童保护政策与法律，总结归纳此三国的儿童

保护工作经验，着重关注儿童主体力量的培养与发挥部分，提取可为我国借鉴的儿童保护措施。最后为

我国完善儿童保护机制提出以儿童自立为导向、建设儿童自我保护教育体系、建设专业化保护团队、设

计并普及儿童自我保护教育、建立儿童互助小组、提供儿童政策参与渠道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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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frequent incidents of child abuse in China, as a special form of public crisis, child abuse is 
in urgent need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However, child abuse in China is greatly affected by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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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ty and culture, which needs to be examined from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o root out the 
poison of dross culture. In addition,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child protection in China 
often ignores the subjectivity of children and ignores children’s learning ability and self-protection 
capacity. Therefore, in order to enhance children’s subjectivity in child abuse incidents and prevent 
child abu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 this paper chooses the theory of coproduction that fo-
cuses on the self-supply of the subject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
thod, the child protection policies and laws of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re 
selected, the experience of child protection in these three countries is summarized, mainly focusing 
on the child protection measures about cultivation and exertion of children’s main strength that can 
be extracted for reference in China. Finally, for China to improve the child protection mechanis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taking children’s self-reliance as the guiding spirit, 
setting up a children’s self-protection education system, building a professional protection team, de-
signing and popularizing children’s self-protection education, establishing child mutual aid groups, 
and providing channels for children’s policy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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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的恶性儿童虐待案件频频发生，其中不乏监护人虐待儿童造成儿童重伤甚至死亡的案件。一项

研究表明，我国有两成以上儿童曾经遭受过精神暴力，三成左右的儿童曾经遭受过身体暴力[1]。全国妇

联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调查数据也显示，我国有七成以上的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遭受过家庭的虐待[2]。
安徽砀山虐童案、辽宁抚顺虐童案、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等虐童事件都引发过巨大舆论浪潮，甚至引起

公众对政府治理能力的质疑。儿童虐待问题逐渐成为公众关注的公共议题，成为一种格外引发公众共鸣

的公共危机。由于虐童会对儿童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身体上的重伤甚至死亡都是不可挽回的，心理上

的很多伤害也是无法治愈抹平的，因此在事前进行预防是应对虐童类公共危机的重要策略。而公共危机

事前预防的重要途径，就是提高主体的风险感知能力和抗应力。那么在儿童保护领域，便是提高儿童的

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由于虐童主体多是监护人，儿童往往难以寻求外界援助，因此只有儿童自身具有

足够的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才可能在面对虐待危机时更好地自助自救，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害。 
而在既往虐童事件的治理过程中，我国的儿童保护机制暴露出很多缺陷，学者与政策实践者不断提

出意见以完善机制，但是目前为止，对公众力量的关注较少。而在儿童保护这样范围广阔、伦理模糊的

领域中，微观主体尤其是儿童自身的作用极其重要。而儿童作为虐童事件的受害主体，本应受到较强关

注，但因年龄、智力、知识水平等限制因素，其主体作用往往被忽视，在理论与实践上受到的关注则少

之又少。因此，本文从合供理论视角出发，为儿童的自我保护提供理论支撑，分析儿童自我保护的可能

性与可行性，并借鉴英国、美国、日本儿童保护经验，为我国完善儿童保护机制、强化儿童自我保护教

育提出建议。 

2. 我国儿童保护领域理论与实践现状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层面，我国对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与合作不够重视，仍然只是政府主体发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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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力量。在理论层面，我国学者研究虐待儿童问题的着重点大多放在政府政策及法律的制定层面，缺少

对微观主体作用的研究，也缺少将虐童事件作为公共危机事件的研究。在实践层面，我国儿童福利管理

体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服务主要分散在国家发改委、民政部、教育部、卫生部、妇联和社会保障部

等机构。我国地方儿童救助工作及主管机构呈现出以儿童救助为主线、民政部门为主体、社会组织参与

的多部门参与、三级组织支撑的特点。这一特点有助于儿童救助工作的系统性实施，但也存在弱势，例

如由于涉及部门较多，协调成本较高，效率低下；还可能导致儿童救助政出多门，无法统一，造成执行

上的混乱；各部门出于自身工作惯性和政策要求，导致政策冲突，彼此之间难以协调；出现问题或棘手

情况时，各部门为保护自身利益相互推诿责任等问题[3]。从过去的儿童虐待案例不难看出，我国儿童保

护机制的缺陷客观存在，包括但不限于政府行动时效性较低、资源调动能力较差等。法律救助滞后现象

普遍存在，甚至很多情况下强制报告制度也名存实亡。大多数虐待儿童事件的隐蔽性极强，表现出发现

难、报告难、问责难和干预难的特征，体现了我国儿童福利制度的缺陷。虽然我国民政部已经成立了专

门性的儿童福利保护处，也在全国建立了困境儿童的福利体系和保障体系。但是，在针对受虐儿童的救

助和服务上，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模式尚未建立，缺乏专业、全面的救助服

务机制。现有的儿童福利部门缺乏总体的儿童设施规划，缺乏儿童福利专业人才。儿童保护工作缺乏系

统性和全面性，各儿童保护主体之间缺乏明确的分工与合作，容易形成“都管，都不管”的尴尬局面，

严重制约了困境儿童保护机制的作用的发挥。我们可以发现，在实践层面，我国在儿童保护领域仍然以

政府主体为主，动员社会力量不足，政府与其他主体的合作机制并不明确。但是事实上，即使包括社会

组织乃至邻居个人等微观主体的力量都被充分发挥，许多家庭内部发生的虐童案件，仍然很难被察觉并

处理，广大的社会力量也并不是救助儿童的及时有效万金油。 
此外，国内研究对儿童自身的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的关注格外稀缺，主要关注外在力量对儿童的保

护，而不关注儿童的内生力量。但是事实上，由于我国虐童案件多发在家庭、幼儿园中，应该作为儿童

监护人的家长和教师反而成为了加害人，让儿童无从寻求保护。尤其是在家庭中，其他主体的监管作用

极小，因此在面对伤害时，儿童自身的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非常重要。并且，儿童正处于学习能力极强

的阶段，儿童自身也具备主观能动性，他们自身的潜力较大，若激发其自我保护意识，或有意想不到的

效果。因此，应加强对儿童这一主体的关注，帮助其提高自身内生抗应力，以应对危机。 

3. 合供理论为儿童自我供给提供理论支撑 

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本质上都离不开公众参与。在合供理论视角当中，公众作为政策的执行者

与公共产品的获益者，理应主动参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参与生产公共产品。这在那些旨在改变公众态

度和行为的政策与公共服务供给领域尤其明显[4]。在儿童保护领域，政府财政投入的最终结果，并不仅

仅依靠村居委会、基层政府和妇联等官方社会组织的投入，如果儿童保护的社会观念没有进步、家长和

儿童自身躺平不理，儿童保护工作难以真正落实。由于合供理论对公共产品受益者的参与度高度重视，

有利于改变目前忽视儿童参与的儿童保护领域现状，发挥儿童在儿童保护领域应有的主体性。 

3.1. 合供理论概念及框架 

合供(Co-production)理论诞生于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背景下，由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等学者提

出[5]。合供概念强调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实质性参与[6]。广义的合供指公众个人或集体参与提供

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或制定和执行各项公共政策。狭义的合供指公众自愿参与提供公共服务[4]。本文

选取合供的广义概念，即指公众以个人或集体形式与公共组织或政府一起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产品

或服务。虽然由于儿童主体的未成年属性，其政治权利较少，探讨公共政策参与话题似乎尚显遥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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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儿童保护工作经验显示，儿童是可以为自己发声的，因此本文仍坚持使用合供的广义概念。 
合供模式强调公众与常规生产者一起提供公共服务或产品，离开公众一方的努力，则无法达成真正

有效的公共服务。合供模式不仅实现了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议程的权利，还能让公众切实地为提升公共服

务的质量和数量贡献知识、技能、资源等，更好地满足了公众个人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同时需要注意的

是，公共服务建设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提高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除了要持续提高合供行为

之外，还需要政府层面的配套保障[7]。因此，将合供理论引入儿童保护领域，既是对儿童自我保护主体

性的强调，也是在倡导政府更多地重视儿童主体在儿童保护领域的作用，进而为儿童提供足够的硬件及

软件保障，确保儿童能够有正当的、易获取的途径行使自己的权利，发挥自己的作用。 
合供的分析框架主要包括合供主体和合供环节两个维度。合供主体方面，至少包括个人合供、集体

合供[4]两类，也有学者将集体合供再细分为团体和集体两类[6]。本文主要关注儿童作为个人的合供，阐

述其必要性与可能性。合供环节方面，本文采用布兰德森(Brandsen)等的 2 × 2 的模型[8]，将“合供环节”

维度简化为设计和执行。本文将儿童参与儿童保护公共产品合供的方式主要界定为设计环节中对儿童保

护政策的建言献策和执行环节中的自我保护。 

3.2. 合供理论在儿童保护领域的应用意义 

在合供理论相关研究中，合供参与者个体特征对合供产生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例如性别、年龄、受

教育程度、收入情况等[9]。虽然儿童由于年龄限制，在认知能力、表达能力、身体力量等方面的确较弱，

难以被视为儿童保护领域公共产品的合供参与者，但儿童作为被保护的主体，其视角是在政府决策时必

须考虑的一环。加之加害者在选择虐童现场时往往都会选择没有其他成人在场的环境，如果儿童毫无自

我保护能力，仅凭求助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的。事实上，儿童即使身体条件导致反击能力不强，但也在

自我保护方面有可以发展的方向，例如学会拒绝、学会报告、学会识别伤害等。如果能够通过合供理论

使儿童保护领域的工作者、学者更加重视儿童自身的主体性，注重激发儿童在这些自我保护方面的能力

与意愿，最大程度地减轻虐待带来的伤害，那么在儿童保护领域就是一大进步。因此，本文将合供理论

引入忽视儿童主体性的儿童保护领域，聚焦儿童这一合供主体，分析儿童在自我保护、建言献策方面的

发展潜力，并为政府如何重视儿童主体性、发挥儿童应有的作用提出有效建议，以期儿童能够更好地参

与到儿童保护领域的合供中来，促进儿童保护事业的发展进步。 

3.3. 儿童在儿童保护领域中的主体性 

儿童在儿童保护领域中总是以被动接受保护的角色出现，然而从“被保护”的视角审视儿童，会忽

视儿童自身的力量，让儿童在该领域的主体性难以得到真正发挥。主体性，即作为活动主体在对客观的

作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规定性[10]。主体性包含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三个基本本质特征。独立

性即自主性，是对自我的认识和实现自我的不断完善；主动性实质是对现实的选择，对外界的适应的能

动性；而创造性则是对现实的超越[11]。 
儿童在虐童事件中如能发挥独立性，则可以独立作出判断，批判性地反思这些判断以及依据判断做

出适当行为[12]。主动性指人对自己发展的自觉意识和能动作用[13]，儿童如若发挥主动性，则在一定条

件下可能主宰自己命运，做出适当的自我选择。在此前提下，发挥儿童创造性，通过增强儿童的主体意

识，培养和发展儿童的主体能力，从而使儿童成为虐童事件中保护自我的真正主体。主体性并非动物性

本能，而是一种“获得性本能”，是人类通过自我创造而形成的本能，其可塑性、发展性和开放性均较

强[14]。因此，儿童作为与虐童事件关系最紧密的主体，其主体性需要最为强烈，儿童发挥主体性的潜力

也较大，极有可能从根源处防范、解决虐童事件，将其社会危害降至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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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阻碍儿童主体在儿童保护领域参与合供的文化观念 

由于儿童主体的特殊性，儿童保护在实践中的限制因素本就很多，但是更为可怕的，是思想上的禁

锢。因为文化与思想的绑架，政策决策者与执行者在许多原本可以改善的客观方面都减弱甚至失去了改

进动机，从“不能做”变成“不想做”。这样的情况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更为明显。其实我国关于儿童保

护的相关法律已经逐步出台，机制也在不断健全，但虐童事件却仍在发生，不见好转。其中一个重要的

原因，便在于家长、教师等微观主体们心中横亘的刺。 

4.1. 畸形的儿童观 

虐童与一定的儿童观紧密相连。人们怎样对待儿童源于怎样看待儿童，对儿童地位的不同看法直接

影响了人们对待儿童的方式。在我国传统的儿童观中，儿童是家庭的私产与父母的附属品，并不是国家

的公民与独立的权利主体。如果儿童被视为家庭的私产和父母的附属，父母即使再严厉地体罚管教孩子，

也是个人行为。反之，如果将儿童作为独立的权利主体，享有国家法律赋予的受保护权，体罚责打儿童

则可能构成侵犯儿童受保护权。 
在幼儿园及学校环境中同样有儿童观畸形的情况，教师可能会将学生视为工作对象、服务对象，而

非独立的个体、国家的公民。因此，教师可能会将情绪发泄在儿童身上，加之儿童很难表达自己的诉求，

成为教师“安全的出气筒”。 
此外，由于家长和教师等监护人认为儿童是自己的附属品而非独立的个体，对于儿童自身自我保护

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并不在意，只重视外来力量对儿童的保护。但是，这显然并不是好的办法，儿童自身

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的建设是减少虐童悲剧发生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 

4.2. 陈旧的亲权观念 

发生在家庭中的虐童事件，可以说非常挑战我国的亲权伦理观。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棍棒底下

出孝子”，将体罚责骂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养方式。因此，人们不认为体罚孩子是侵犯他们的权利，

而是认为“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才见怪”。在这样的思想观念下，体罚成为管教孩子的一种重要

方式，似乎爱之愈深，责之愈严。尽管当今人们的家庭教育观念和儿童教养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但从亲子权力关系上看，强调家长权威的父权中心主义文化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一些家长依然认为，

打骂孩子只是“体罚管教”而不是“儿童虐待”。体罚管教是否可认定为儿童虐待，与人们的文化价值

观念和家庭权力关系具有直接关联。更可怕的是，即使父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打了擦边球，已经不能算

是单纯的体罚管教，还有“家丑不可外扬”等亲亲相隐的家庭伦理观可以为其提供支持。传统的亲权观

和伦理观为当今的儿童保护工作埋下了多颗巨雷。 
在幼儿园及学校环境中，虽然亲权观不再发生作用，但是我国传统的师权观与亲权观十分类似，还

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观念来做支撑。由于教师在环境中享有权威地位，一些教师会以此支配学生，

有时也会以“管教”、“体罚”为借口，实施儿童虐待。虽然随着家长维权意识的提升而有所好转，但

是教师对儿童的压制一直存在，这点在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更为常见。 
这样畸形的亲权观与师权观对我国社会影响巨大，以至于儿童主体甚至也受到影响。研究发现，儿

童对于父母虐待行为的合法性持双重态度，一方面，他们在理智上对父母的虐待行为合理化，另一方面，

在情感上表现出不接受[15]。这意味着受虐儿童对父母责罚行为存在认知与情感之间的张力，传统观念影

响了儿童对受虐的正当认知。 
在这些畸形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儿童保护观念的社会建构实在举步维艰。家长和教师可能并不认为

一些行为属于虐童，也很少主张儿童站起来保护自己。儿童认知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认知来源又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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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赖家长和教师。家长和教师思想观念落后，儿童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自然无法提升。如果想要儿

童保护观念成为一种表现为客观外在性的社会现实，需要人们的思想认知、价值信念等发生变化，需要

不同社会群体的共同努力，透过对相关行动新的意义赋予，实现共享性理解[16]。而思想层面的顽疾改变

起来又较为困难，因此，本文引入合供理论，从全新视角审视儿童保护问题，论证儿童的主体作用，关

注儿童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排解传统文化观念对虐童事件治理的消极影响。 

5. 儿童自我保护的可能性 

虽然我国教育整体上“保护和培养”并重，但在实际教育情境中，往往忽视了低年龄段的儿童自身

的主观能动性，保护较多而培养较少。而低年龄段的儿童又恰恰是自我保护能力较低、虐待案件高发的

群体。但殊不知对儿童过度的保护，会阻碍儿童自我保护能力的发展[17]。我们不能忽视儿童主体自我保

护的可能性，要认识到儿童是有力量的主体，他们可以站起来保护自己。 

5.1. 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是可教的 

研究表明，儿童的自我保护技能是可以后天养成的，也就是说，与儿童自身个性特点无关，自我保

护是一种可习得的技能[18]。尽管儿童物理力量不高、智力水平有限，但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可以通过自

我意识教育、自我保护知识教育和自我保护技能教育，来帮助儿童认识[19]、理解虐待事件，判断及回避

虐待[20]。儿童正处于一生中学习速度最快的时期，在该时期学会的知识也较为牢固。儿童还有好奇心强、

模仿能力强等特点，同时却又自我保护意识淡薄。可以看到，儿童就像吸水能力极强的海绵一样只待自

我保护知识的传授，此时进行自我保护教育再好不过，不但对儿童时期的自我保护有积极作用，还可以

为儿童一生的自我保护意识打下基础。只是需要注意传授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的方式，需要简明易懂，

让儿童掌握最基础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做到有效教育。 
此外，对于虐待有了一定的认识后，儿童即使因肉体力量而无法规避虐待行为，也可以在受到生理

虐待的时候减轻心理虐待程度，可以意识到监护人的虐待不是因为自身的错误，使受虐对其终身发展的

影响降低。如今所出现的多发虐童事件，其实有很大程度是因为幼儿对于被虐待等方面的知识了解太少，

很多时候会觉得大人在和他做游戏，以此导致虐童案件多发，且在受到严重伤害时才被大人知晓。因此

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和教师需要不断提升儿童危机意识，教会他们规避和应对危险，以及一些处理危机

的方法，这样幼儿才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 

5.2. 儿童在儿童保护中具有主体性 

前文提到，儿童主体性主要体现在独立性、主动性、创造性三方面。首先，面对虐待行为，如果儿

童能够发挥独立性进行独立思考和判断，便可以识别虐待行为，在心理上处于主动地位，减轻虐待事件

对儿童造成的心理伤害；其次，儿童还可以发挥主动性，认识到自己并非只能求助成人、等待救援，自

己也可以救助自己，进而主动选择拒绝、规避、反抗、举报虐待的方式，在危急时刻凭借自己的力量尽

最大可能保护自身；最后，在儿童能够独立思考、主动保护自己的基础上，如果儿童具备一定的自我保

护知识，便更有利于儿童创造性的发挥。创造性一方面可以体现在合供的执行环节，即儿童自我保护方

面，让儿童在具体情境中充分调动现场条件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也可以体现在合供的设计环节，即儿

童建言献策方面，让儿童调动自身经验，为儿童保护政策提出具有宝贵价值的儿童视角建议。在儿童参

与政策制定方面，目前几乎没有学者进行研究，这或许是大众基于对儿童认知能力和表达能力的判断而

产生的普遍共识，即儿童难以参与政策制定。然而，儿童作为受虐者或旁观者，即使难以给出逻辑完整、

高效高质的意见，但其对虐待有着更直观的、成人或许难以想象到的认识与见解。虽然他们的意见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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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朴素，但却是惨痛又宝贵的一手材料，只是需要经过逻辑化的提取与加工，成为更完善的改善建议。

总之，在儿童保护公共产品的合供当中，无论是设计环节还是执行环节，儿童的主体性都不得忽视，最

弱小的拳头也可以打出最关键的一击，最稚嫩的童声往往传递着最深切的诉求。 

5.3. 同伴可以为儿童起到保护作用 

同伴对儿童来说是重要的模仿对象，也是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21]。进入幼儿园后，儿童开始社会化

过程，对同伴的依赖更强，并且随着年龄增长，同伴对儿童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成为儿童模仿学习、

获取社会支持的重要对象。因此，一名儿童学会了自我保护，就会带动身边更多的儿童模仿着学习自我

保护，有很强的辐射作用。另外，如果儿童受到虐待，也会更倾向于向同龄人倾诉疏解，而非向虐待自

己的那些“大人”倾诉。若被倾诉的儿童懂得如何自我保护，会帮助受虐儿童寻求正当援助和保护，也

会帮助受虐儿童排解心理阴影，以同伴身份提供社会支持，达到保护受虐儿童的作用。 

5.4. 加害者施虐动机与儿童表现有关 

已有研究表明，加害者一般会感知到有利于实施虐待的具体情境，进而产生虐童动机。导致加害者

进行虐童行为的环境诱因很多，除加害者便于接近儿童、空间与社会支持隔绝这两点之外，最重要的一

点便是虐待对象年幼、社会经验不足，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危机应对能力和举发能力。儿童的天真、弱

小、顺从等特征被加害者捕捉后成为恶意利用的弱点，在弱肉强食的认识逻辑下，加害者对自己的需求

和优势产生过分偏向评价并导致自我知觉偏差，将儿童视为一种可供利用的外在客体，通过虐待发泄或

满足自己的需要，其目的是在偏差的心理组织中重建平衡状态[22]。因此，如果对儿童进行足够的自我保

护教育，使儿童自身具备足够的警觉，学会识别、拒绝、闪避虐待行为，或可以对加害者起到一定威慑

作用，一定程度上规避伤害，或者减轻伤害的程度。 

6. 国外儿童保护机制的经验与启示 

国外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保护儿童权利，制定了系统、全面的儿童保护制度体系。其中，本文选择

了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儿童保护经验作为借鉴对象，因其儿童保护工作中关注儿童主体自我保护意识与

能力的建设。基于英国、美国、日本三国的实践，再对我国在儿童保护领域发挥儿童主体力量提出建议。 

6.1. 英国：让儿童参与决策 

英国的儿童保护工作是由中央及地方政府管理、民间组织参与、专业工作人员负责实施的联合性工

作。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英国形成了在政府的主导下，社区、非政府组织、家庭共担儿童照顾责任的

多元化责任共担机制，形成了公共治理的模式，其中最大的亮点在于将儿童纳入决策过程。英国设有儿

童和青年委员会，而根据《2004 年儿童法》，英国为加强多机构合作，改进了信息的收集和使用方式，

此措施确保该委员会能够更好地听取儿童的意见。另外，儿童和青年委员会也会征聘儿童专员，为儿童

提出意见提供机会和渠道，进而帮助儿童发声，影响政策的制定，促进了虐童问题的早发现、早干预，

有力地保障儿童的基本权益。 

6.2. 美国：心理学专业团队设计儿童自我保护教育 

美国的儿童保护机制发展历史悠久，机制与机构建设也较为完善。首先儿童保护机构为多层结构，

从地方到中央分为市、州、联邦，从营利来源分为公营、私营、非营利等多种社会服务机构。早在 20 世

纪初，美国总统就在“全国儿童会议”中决定在联邦政府设立儿童局。自此，美国联邦政府主导，逐步

建设起了以立法为保障、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普惠型的儿童福利体制，其特点包括政府主导、高投入、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0787


王心仪 等 
 

 

DOI: 10.12677/ass.2023.1210787 5751 社会科学前沿 
 

重视法规体系建设等[23]。其中，最具特色的一点是以心理学为基础，设计并实施了虐童事件的预防和干

预措施，效果显著。目前，美国有专业心理学专家团队设计的至少七种儿童虐待预防方案，其中儿童性

虐待预防、家长教育这两种方案强调了对儿童进行自我保护教育，其减少虐待的有效性也最显著。家长

教育方案以家长作为教育对象，以小组形式开展，教授家长关于儿童发展的知识。其中，一方面是可以

对孩子产生积极作用的管理策略，另一方面是培养孩子自我保护的知识。儿童性虐待预防方案则主要在

学校开展，学校是方案实施的主体，教育对象直接面向儿童，内容以性教育为主，主要包括教育学生认

识自己身体的所有权、区别好抚摸与坏抚摸、识别性虐待情景，并让学生懂得其具有对信任的成年人说

不以及举报性虐待的权利。目前来看，基于学校的儿童性虐待预防方案有利于提升儿童面对性虐待时的

自我保护能力，效果突出[24]。以上两种方案主要着眼家长与儿童，此外还有部分心理学家将虐童预防的

视角扩大，从整个社会的层面出发，采取综合预防措施，其中工作的中心仍然是学校，但全社会都有责

任对虐童行为进行预防被害、预防犯罪和强制报告，以更全面地预防虐童的发生。该方案的具体措施包

括在学校内开展针对学生的单项或综合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被害预防、安全外出等自我保护技能；

此外也有在校内开展的针对家长的虐童预防培训，内容包括父母教养方式等，培训活动还会发放相关内

容的手册，以供家长在教育孩子如何自我保护时参考。表面看去似乎只是家校合作的自我保护教育，但

是其系统性、科学性却使其效果显著。 

6.3. 日本：以提高儿童自立能力为导向 

日本是发达国家中非常有特色的儿童福利国家，强调以家庭为主体，推行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多

元供给的儿童福利模式。日本儿童福利的理念和基本措施独具特色，主要是以家庭为主体，以近邻、亲

属和企业的帮扶为中心，推行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部门多元供给的儿童福利模式。在这种福利模式下，

主要是以儿童自助为目标，帮助儿童提高自立的能力，保障儿童的人格与尊严。这体现了以家庭为基础、

提高儿童自立能力为导向的儿童福利理念[25]。在儿童保护实践中，日本十分重视家长参与儿童安全教育，

推崇学校、家庭和社区三位一体共同合作对儿童传递安全知识的教育，认为家长需要潜移默化地对儿童

进行安全知识方面的教育。在组织这些安全教育的过程中，幼儿园、学校、教师、家长都会对儿童保护

有更深入的了解，帮助这些主体认识到虐童的严重后果，进而对其虐童行为也有了一定预防和震慑作用

[26]。 

7. 提升我国儿童保护领域中儿童主体性的建议 

基于我国目前儿童保护机制忽视儿童主体性的现状，再结合儿童自身特点，借鉴英、美、日三国经

验，本文为我国在儿童保护领域提高儿童主体性提出如下四点建议： 

7.1. 儿童保护机制导向转型：转向提高儿童自立能力 

我国目前的儿童保护工作仍是传统的“保护”视角，将儿童放在受保护的被动地位，轻视甚至忽视

其自身自我保护能力和主观能动性。从合供视角来看，儿童作为儿童保护领域公共产品的受益者，也应

承担儿童保护责任，自己勇于保护自己。我国应转换视角，将儿童视作独立的个体，以帮助儿童自立自

保为宗旨，以培养儿童自身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为目的，来开展儿童保护工作，从家庭、学校到社会，

建立多元主体合作开展的全面系统的儿童自我保护教育体系，帮助儿童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建立坚强自

立人格。 

7.2. 儿童自我保护教育质量提升：建设专家专员团队 

在我国，无论是政府官方还是社会组织提供的儿童保护服务，均缺乏足够的心理学知识基础。专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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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匮乏一是导致儿童自我保护教育难以做到有效预防虐童，二是导致事发后的心理干预还可能对儿童造

成二次伤害。即使儿童有学习能力、有主观能动性，也要至少在自我保护方面有一定的有效学习基础，才

能进行自我保护和同伴互助，而自我保护教育专业性的匮乏使儿童难以受到有效教育。其实我国并不是没

有儿童自我保护教育，只是既不普及又不专业。即使在中央一级制定政策或设计课程时有专家团队指导，

真正落实到基层的儿童保护工作还是处于“有但不精”的尴尬状态，自我保护教育难以被儿童真正理解、

掌握，心理咨询难以切中要点疏导儿童等现象普遍存在。甚至很多落后地区因为儿童自我保护教学资源太

难以获取，并不开展儿童自我保护教育，而这些落后地区恰恰又是虐童事件高发地。因此，我国亟需在儿

童保护领域建设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专业化队伍，实行精确到每一个基层行政区划的精准服务策略。该队

伍的建设要义在于两点，一是负责制定核心政策、设计统一课程的中央专业团队成员应为经验丰富、理论

扎实的儿童保护专家；二是负责执行政策、实施课程的基层专业团队儿童保护专员应具备充分的经验以及

优秀的专业水平。这两点缺一不可，二者并重，才能确保儿童自我保护教育在设计上具有足够的科学性，

在实践中具有足够的有效性、普及性，将儿童的自我保护观念与技能培养到位。 

7.3. 发挥儿童同伴互助作用：培养校园内互助小组 

从儿童进入幼儿园起，儿童就开始进入社会化进程，同伴对儿童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是学龄后儿

童，他们每天的多半时间都在学校中度过，儿童在此阶段甚至会更信任同学，因为同学对其的了解与帮

助可能比家长还多。目前，我国尚未重视过儿童群体内部的互助作用，但其实有时儿童虽然很难为自己

发声，却很愿意为同伴发声。中小学可以在每个班级内设置心理委员，以每一年级为小组，开展培训与

交流，提升小组成员觉察同学问题、疏导同学情绪的能力，同时也能帮助小组成员自身更好地自助。在

日常的班级生活中，同学之间可以更好地观察到彼此的心理状态，心理委员可以及时发现、帮助受到虐

待的同学。也可以在全校范围建立反虐待社团，专注儿童虐待事件的察觉与救助，征集感兴趣的学生参

与，每一位社团成员都可以发挥类似心理委员的作用。社团内部的集体认同感比班干部的认同感要更高，

因此社团中学生的工作积极性更高，救助帮扶效果更好。或许这一点在幼儿园中较难实现，但是教会学

龄前儿童要学会向身边人寻求帮助和支持也是很必要的，其中同龄人同伴就是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要

告诉学龄前儿童，遇到了虐待要向谁报告，心理上的困境可以向谁倾诉，如果其他小朋友出现了这种情

况要如何安慰、帮助。在这个过程中，表达方式和方法是非常重要的，需要让学龄前儿童听得明白。这

样做，幼儿园儿童之间也能够形成一定的互助作用。 

7.4. 保障儿童决策权利：拓宽儿童参与决策渠道 

我国目前在儿童参与决策方面的实践经验为零，理论上的研究也非常少见。如前文所言，尽管儿童

认知水平有限，但并不是完全不能参与政策制定，只是需要对其提供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儿童作为受

虐主体，可以提供宝贵的一手资料，朴素但直观地表达自身诉求，来辅助决策者进行决策。因此，应将

儿童纳入政策制定主体，为儿童提供参与政策制定有效且畅通的渠道。为应对儿童表达模糊但确有表达

诉求的情况，还应设置专业工作人员帮助儿童梳理思路进行表达，不能因儿童表达能力欠缺而让其失去

发声的机会。 

8. 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虐童事件会对儿童产生严重不可逆影响，并导致政府信任危机，我国应将虐童事件

作为公共危机严肃应对，尤其要在事前做好预防。而事前预防的重要途径，便是对儿童进行自我保护教

育，以提高儿童抗应力。在我国虐童事件多发的当下，应从合供理论视角重新审视儿童的主体性，摒弃

我国糟粕文化观念的影响，充分发挥儿童早期学习的优势，对其进行有效自我保护教育，帮助儿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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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保护、同伴互助，让儿童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而不再是别人的附属品。在这条路上，我国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但所幸我们还有他国经验可以借鉴，并非摸着石头过河。我国可以学习英、美、日经验，

在儿童保护领域以儿童自立为导向，建设多元主体合作的儿童自我保护教育体系，在全国建立专业化团

队以设计并普及科学有效的儿童自我保护教育，在校园内建立儿童互助小组，并为儿童提供政策参与机

会与渠道，帮助儿童实现自助、自治，真正有效地做到预防虐童、减少虐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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